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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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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

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 2005〜2014

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

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

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

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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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全球范围的要素资源不断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特大城市集聚，形成了具有较高密度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集聚不经济，包括创新在内的一些人口和经济活动又开始

向其边缘区转移。要素经过多重不断的集聚和扩散，从而产生了在形态和功能上具有多中心特征的城市群。城市之间通过便捷

的交通和通讯走廊产生联系，实现了总体经济效应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多中心城市群已成为席卷全

球的趋势。在欧洲，多中心已成为各层次空间规划的理论工具与政策目标。在北美，多中心也被列入美国 2050 远景规划的重要

议题。我国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十三五规划》等重要国家战略中，也明确提出了多中心网络化的开发

格局。 

2016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 57.35%，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不仅与发达国家 80%的城镇化水平还存在相当距离，

而且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均衡表现为不同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差异较大。2014 年，东中西部城镇化

水平分别为 62%、48.5%和 44.8%。因此，不同地区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别。不充分表现为我国

城镇化发展的历时还不长，且由于地域分割形成的利益藩篱等原因，要素未能通过市场化的多重集聚和扩散形成优化的分布格

局。如各地在产业招商方面的逐底竞争导致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户籍制度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既有格局导致了城市对人口的吸

纳能力不足。这些都使得我国城镇化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差异性，需要在把握城镇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的发展

实际，因势利导地优化要素流动和分布的格局。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六省，地理位置承东启西、衔南接北，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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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之一。2016 年发布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将中部地区定位为新型城镇化重点区，这意味着未来 5a 内将有

大量人口和产业进入城市地区。因此，如何优化当前的人口流向和产业分布，从而使城镇化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又如何结

合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的发展走势，指明未来要素分布的新动向，从而使城市成为创新的空间和希望的空间，就需要结合中部地

区当前的发展实际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深入分析，通过拓展新空间，打造新格局，使我国在新时代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

出贡献，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重要的经验。 

1 文献综述 

城市群空间结构是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包括经济空间结构、人口分布结构、产业空间布局等
［1］

，

其可分为单中心和多中心两种分布模式。前者是指人口或资源集中分布在该城市体系中单个城市，城市间主次分明，首位城市

主导地位突出。后者则是指城市资源均匀分布在多个城市，各城市共同分担核心城市的职能，城市之间主从关系不明确。在新

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可以通过人口和产业两个维度来观察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朝向其均衡状态的不断演化，这也是其经济绩效

不断提升的过程
［2］
。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测度是考察人口和产业在城市之间的分布及功能联系。首先，关于人口空间结构的测度主要有位序-规模

法则、城市首位度、赫芬达尔指数等，其中位序-规模法即是指理想状态下的城市体系中，一个城市的位序与其规模成反比，其

偏离程度即为 Zipf 指数。该方法被西方学者广泛推崇。其次，关于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布的测度主要包括空间基尼系数、EG 指数

和 SP 指数等，综合考虑企业和所处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间的空间距离等因素，SP 指数的实际应用性更广，其不仅能够反映空间

距离不同所导致的集聚程度差异，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人口规模分布、产业集

聚、贸易自由化、产业关联度等视角对我国城市及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和演进机理等进行剖析
［3~6］

。部分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的规

模分布趋于扁平化，且绝大多数低于其最优规模，户籍制度和行政壁垒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是其主要原因
［7,8］

。 

经济绩效是判断空间组织优劣的重要标准，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9］

。国内外对空间结构

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验证实际与理论法则的相符程度等已有了广泛探讨，但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甚少且

结果上不统一，其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中心空间结构支持论。相关研究表明，高就业密度和高首位度以及较高的职

住可达性等都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正效应，并且这种正效应随着劳动市场区的扩大而增强，而分散化的空间布局阻碍了

该区域社会和经济的一体化，使其未能获得类似其他大都市区的优越性和地位
［10，11］

。在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规模普遍较

小和体系扁平化的特征，而这种“扁平化”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使得劳动和资本等的空间组织处于分散状态，

无法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
［12~14］

。二是多中心空间结构支持论。这类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多中心性程度呈正相

关关系，都市区多中心性程度越高，则都市区的劳动的生产率更高，这种多中心结构的优势主要源于在多中心网络状结构下生

产活动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实现
［15~17］

。三是空间结构的增长效应不明显。部分研究表明，多中心结构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关

系，而集聚分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大小
［18，19］

。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以单个城市为对象，基本围绕人口规模分布的演化规律、测度方法、结构特征等进行研究，甚少结合

人口分布和产业布局两个维度的特征，以城市群的增长效应为切人点，提出有利于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和缩小地区间差距

的空间优化措施。故本文从人口和产业两个维度出发，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产业空间分散度测度了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

2005-2014 年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增长效应，从而为当前中部

地区拓展崛起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提供合理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中部六大城市群，即太原都市圈、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江淮城市群、中原城

市群。所辖城市依据 2010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分(表 1)，时间跨度为 2005-2014 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计算各指标

时剔除县级市汾阳市、济源市、仙桃市、潜山市和天门市。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各省和各市《统计年鉴》(2004-2015)、《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5)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5)，并采用内插法对个别城市统计年鉴中缺失数据进行补

齐。 

表 1 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及所辖城市 

Tab. 1 Six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its cities inCentral China 

城市群 所辖城市  

太原都市圈 太原、长治、忻州、临汾、汾阳 

江淮城市群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巢湖、池州、宣城 

环鄱阳湖城市群 南昌、景德镇、九江、鹰潭、上饶 

中原城市群 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 

武汉城市圈 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石、咸宁、仙桃、潜山、天门 

长株潭城市群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 

2.2 城市群空间结构测度 

2.2.1 人口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与其在所在区域城市规模的排序之间存在规律，即位序规模法则，该法则由捷夫(G.K.Zipf)于 1949 年提出，其在

对发达国家城市规模结构分布研究过程中发现城市的位序和规模呈现出理想的直角双曲线关系，如式(1)所示： 

Pi=P1/Ri (1) 

式中：表示第 Pi个城市的人口；P1表示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Ri表示按城市规模从大到小的第 i城市位序。而在随后的研究

过程中，众多学者在各自研究中不断对其进行普遍化和一般化转变，用于描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状况，逐渐形成以下

公式： 

⑵Pi=P1/R
q 

I  (2) 

捷夫公式是上述公式 q=1 的特殊情况，对式(2)取自然对数后: 

lnPi=lnP1-qlnRi (3) 

式(3)中 q 是参数，即指数。当 q=1 时，说明该城市群的城市按等级规模分布，接近理想状态；当 q>l 时，说明城市群规模

分布较为集中，服从首位单中心分布，且 q 值越大单中心性越明显；当 q<l 时，说明城市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中间位序城市较

为发达，且 q值越小多中心度越高。 

2.2.2 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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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人口分布的趋稳，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布则受到行业特征、技术水平，乃至地理和历史路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

具有不同的集聚状态，因此需纳入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进行测度。而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的指标如变异系数、集中率、区位嫡等，

这些指标尽管描述了产业在各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但未考虑这些地区间的距离，即忽视了空间因素。因此，考虑到地区

间的空间关系，本文选取产业的空间分散度指数即 SP 指数
［20］

，来衡量中部地区城市群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SP
k 

i 表示 i城市群 k：产业的 SP 指数；a为常数；C
k 

r ，C
k 

s 分别为衡量各城市群内部 r城市和 s城市第 k种产业占该区

域的比重； δrs为两地区之间的距离。SP 值越小，说明产业分布越集聚；反之，产业越分散。空间分散指数考虑了空间结构因

素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因此更适合于经济地理分析。 

由于以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作为指标来测度城市人口规模存在一定偏差，通常采用常住人口来反映城市人口规模
［7］

。结合

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市辖区年末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规模的衡量指标；而产业数据选取制造业 30 行业的就业人口；距

离数据采用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铁路里程距离(单位：km
2
),并将两地区间的距离除以所有城市间配对距离的总和，以标准化距

离权重。同时 a取 100，以防 SP 指数过小。 

2.3 实证研究方法 

2.3.1 模型设定 

借鉴 Ciccone 和 Meijers 等学者的做法
［21，22，15］

，结合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采用修正后的 C-D 生产函数来衡量城市群空间结

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方程如下： 

 

上述方程中 Y、K、H、N分别代表名义产出、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建设用地。Xj 表示控制变量组，κ、ζ、ν分别是各变

量的对应系数 θ0 为常数项，ε为残差。该方程表示：人均产出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人均建设用地、变量组 Xj 包

括本文的核心变量位序规模指数 q、产业空间分散度指数 sp。 

就人均产出而言，其主要解释变量还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程度和产业结构等。基于现有文献和上述理论模型，本

文将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5 

式中：i表示城市群（i=1，2，…，6）;t 表示年份，跨度为 2005〜2014。核心变量 Qit、SPit反映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

Xj为控制变量组。 

2.3.2 变量选取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以各城市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现有研究中衡量经济绩效的指标包括名义总产值和人均

收入等，本文选取“人均 GDP”（单位：元/人），以消除城市人口总量增长的带来的影响，使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更具针对性。 

解释变量。①人口规模分布。采用上文所测算的位序规模指数 q 作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测度。指数越大，城市群空间结构

单中心度越强。城市首位度越高，城市群核心城市人口集聚程度越高，首位特征越突出。②产业空间布局。本文采用包含空间

距离的产业空间分散度 sp 指数来衡量产业的空间布局，该指标可以通过城市间的距离进行测算，不仅能够反映空间距离不同所

导致的集聚程度差异，也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其中，产业数据为城市群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取

城市群内所有城市 sp 指数均值来反映该城市群制造业空向布局特征。均值越大，各个行业在城市群各城市间分布较分散，城市

群的制造业空间结构趋于均衡；均值越小，空间结构趋于集聚状态。 

控制变量。①人均资本存量 k。以固定资本存量除以年末总人口（元/人）。以 2005 年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计算

公式为：Kt=Kt-1（1-δ）+It/Pt。其中基期存量该城市 GDP 占所在省份 GDP 比重，再乘以靖学青估算的 2005 年省份资本存量
［23］

。

其中δ为折旧率，借鉴单豪杰计算得到的 10.96%
［24］

。②人力资本 edu。以各城市群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该城市群总

人口之比。③人均建设用地 land。以城市群各城市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和除以城市群总人口之比（m
2
/人）。④外商直接

投资 fdi。以城市群各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额之和占该城市群 GDP 之比来衡量城市群的经济开发程度。⑤政府干预程度 gov；。以

各城市群地方财政支出占该城市群 GDP 之比来衡量其经济活动受政府干预的程度。⑥产业结构 ind_ser 以各城市群第二三产业

产值占该城市群 GDP 之比来衡量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结构。 

表 2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data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60 10.22 0.440 9.318 10.93 

Q 60 1.005 0.300 0.532 1.554 

SP 60 2.052 0.799 1.112 3.581 

lnland 60 3.171 0.241 2.733 3.851 

lnk 60 10.81 0.762 9.281 12.11 

lnedu 60 -2.455 0.147 -2.947 -2.244 

fdi 60 0.028 0 0.012 5 0.003 79 0.055 8 

gov 60 0.128 0.027 8 0.080 8 0.185 

Ind_ser 60 1.412 0.863 -0.700 2.847 

3 结果分析 

3.1 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位序规模法则和产业空间分散度分别对中部地区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特征进行测度。结果表明，

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不仅存在人口与产业的维度差异，同一维度下的不同城市群也存在较大差异。 



 

 6 

首先，人口维度下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图 1）。2005〜2014 年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

和太原都市圈的指数 q 始终位于均衡值 1 之上，表现出单中心特征，且朝多中心结构演化，其中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人口集中

度最高，且变动幅度最大。而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则处于人口分散布局状态，并逐渐向中心城市集聚，表

现出前一组相反的空间特征。总体来看，中部地区城市群的 zipf 指数沿不同方向趋近于 1，呈现出收敛迹象，表明中部地区城

市群的空间结构正趋于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中。 

其次，产业维度下中部地区各城市群空间结构均呈现出分散布局的趋势（表 3）。从横向来看，太原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

群 SP 均值水平较高，城市群内产业的空间布局较为分散；而江淮城市群、中原城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 SP 均值水平

始终位于 2 以下，意味着该类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从纵向来看，2005~2014 年，中部地区城市群 SP 均值均出现不

同幅度的增长，其中太原都市圈和武汉城市圈增幅最大，表明其以制造业衡量的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逐渐向多中心化方向发展。 

 

表 3 2005~ 2014 年中部六大城市群 SP 均值 

Tab. 3 Average value of SP index of six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2005-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太原都市圈 3.06 2.92 3.22 3.29 3.37 3.25 2.87 3.01 2.91 3.58 

江淮城市群 1.52 1.57 1.64 1.62 1.65 1.69 1.68 1.65 1.69 1.68 

环鄱阳湖城市群 3.12 3.22 3.19 3.11 3.18 3.16 3.02 3.06 3.14 3.18 

中原城市群 1.55 1.53 1.55 1.57 1.58 1.56 1.51 1.54 1.55 1.57 

武汉城市圈 1.50 1.49 1.47 1.27 1.67 1.62 1.71 1.69 1.82 1.83 

长株潭城市群 1.11 1.17 1.18 1.22 1.25 1.26 1.30 1.31 1.28 1.20 

3.2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对面板数据分别利用混合 OLS 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初步估计，并通过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选择

最终估计方法，检验结果显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2005-2014 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择固定效应

模型效果更好。并且根据上文绘制的核心解释变量 q的散点图，加入该变量的二次项。表 4报告了该回归结果。 

首先，简要说明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从模型（2）和模型（4）中可以看出，①实物资本存量的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且符合

理论预期；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政府财政支出虽符合预期符号但不显著，前者不显著的原因在于，随着劳动力、资本、技术、

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当贡献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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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出现脱钩。而中部地区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等要素正发挥着巨大作用，相较之下土地资源作

用并不显著。后者原因是：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挤出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进

而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部地区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其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积极效应，故其对经济的负作用也

不显著；③人力资本显著性虽高但并不符合预期符号，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源输出可能与实际工作需求不

符，出现企业与劳动结构性不匹配的情况，致使人力资本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二是数据选取受限，研究中的人力

资本是用城市群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比近似代替；④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群的经济贡献不符合理论预期。这可能与

六大城市群对外开放经济度不高有关，总体水平偏低和城市群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缺乏状况并存，投资的效应尚未显著的释放出

来；⑤从产业结构来看，二三产业比的经济效应为正且显著，说明现阶段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动力中工业制造业贡

献度最高，产业结构仍表现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 

表 4回归结果 

Tab. 4 Result of regression 

变量 - 
人口维度 产业维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q 
15.97 州 1.220**   

(2.306) (0.539)   

q2 -7.661 … -0.688"   

 

sp 

(1.180) (0.263) 
-1.157 ** -0.134* 

  (0.466) (0.0666) 

lnk 
 0.567 …  0.574 … 

 (0.034 9)  (0.032 7) 

lnedu 
 -0.191 **  -0.222 ** 

 (0.094 2)  (0.099 3) 

lnland 
 -0.031 2  -0.027 1 

 (0.060 3)  (0.061 5) 

gov 
 -1.095  -0.567 

 (0.894)  (0.878) 

fdi 
 -4.381 …  -5.345*** 

 (1.539)  (1.320) 

ind_ser 
 0.025 4***  0.032 4*** 

 (0.009 28)  (0.009 13) 

Constant 
2.585 ** 3.472 州 7.844 ⑽ 4.009 *** 

(1.121) (0.289) (0.959) (0.253) 

样本数 60 60 60 60 

R
2
 0.483 0.988 0.5883 0.987 

模型 FE FE FE FE 

注：回归结果由 Statal4.0 给出，括号内为各个变量系数的稳健 

标准差，***p<0. 01,** p<0. 05, *p<0. 1. 

其次，我们考察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1)为未引入控制变量情况下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的一元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位序规模指数 q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其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人口维度下城

市群空间结构的中心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即随

着人口规模分布的单中心化，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但当位序规模指数 q 超过转折点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的多

中心化更利于经济增长。这也与“威廉姆斯假说”相一致。模型(2)在引入控制变量后，位序规模指数及其二次项的方向均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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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下显著，再次表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特征。通过对比中部地区六

个城市群位序规模指数发现：截止 2015 年，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处于曲线的前半部分，即城市群正处于单

中心化阶段，并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则处于曲线的中后段部分，空间多中

心的经济绩效更加显著。这一倒“U”型曲线形成的原因在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规模集聚效应和拥挤成本之

间的相互作用。在初期较为分散的人口规模分布格局下，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集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要大于其拥挤成本，其通

过扩大消费市场和产生多样化需求，形成更加广阔的产品市场和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的

利用效率，知识溢出更加显著；但随着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拥挤成本不断增加，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所产生的集聚

经济效益逐渐被不断增加的拥挤成本所抵消，市场拥挤所产生的竞争提升、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生活成本上升等集聚不经济

因素逐渐浮现，城市群经济发展放缓，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快速放缓。与此同时，随着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

完善与城市间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中心城市人口开始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新的集聚中心逐渐形成，使得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

朝着多中心网络化结构发展。 

最后，我们再考察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模型（3）和模型（4）中可以看出，变量 sp 的系数分别为-1.157

和-0.134,并通过了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以制造业的地理集中衡量的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于：制造业在某一城市的集聚将提高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并通过价格指数效应和实际工资效应吸引就业人

口和资本的流入，区域范围内出现极核城市，以其强大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上文的关于

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的经济作用机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所产生的规模集聚效应要大于人口集聚的效应，即

产业空间集聚的拐点要迟于人口集聚的拐点，这种集聚效应包括了对城市人口的效应和对制造业本身的作用。前者通过运输交

易成本和能源资源消耗的降低，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后

者则表现为同一产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进一步加强产业之间的空间联系，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促进产业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而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也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专业化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 2005〜2014 年中部地区 6个城市群来说，

其产业空间布局的经济效应仍处于曲线左半部分即集聚效应释放阶段。由于目前中部地区城市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产业尤其

制造业发展尚不充分，且制造业可以布局在郊区等较偏远区位，近期不存在所谓过度集聚的问题。 

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是利用 2005~2014 年中部地区 6 个城市群的平衡面板

数据，构建新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通过改变样本区间，截选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包括武

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即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5〜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4.1 指标变化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检验回归结果对于解释变量变化的稳健性。本文将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的方法来检验。因此，针对人口维度

模型中的位序-规模指数，这里将采用马克•杰斐逊（Jefferson.M）提出的城市首位度（二城市指数）来替换，通过衡量城市群

首位城市人口占城市群总人口之比，以表达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针对产业维度模型中的 SP 指数，这里将采用产业区位熵 Mlt

来替代（其反映集聚状态的符号与 SP 指数相反），用以捕捉城市群经济增长中的经济集聚度和产业专业化程度。其估计结果如

表 5中模型（5）、模型（6）所示。其次，检验回归结果对于被解释变量变化的稳健性。原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以人均 GDP（pgdp）

来表示，其中人口数据为各城市群内部市辖区年末人口总和。对此，这里将以劳动人口代替总人口，采用劳均 GDP（lgdp）来测

量中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程度。其中，劳动人口为剔除农林牧副渔业后的年末平均从业人员数（单位：万人）。其估计结果如模

型（7）、模型（8）所示。 

通过比较表 5 与表 4 的回归结果可见，不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还是解释变量指标，替换后模型的相关解释变量除了在

系数数值和显著程度上有所差别外，其与原模型符号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当以劳均 GDP、城市首位度和区位嫡作为人均 GDP、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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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模指数和 SP 指数的替代变量时，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与前文结论的一

致性，说明前文的回归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5不同测度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Tab. 5 Robust test 

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pgdp 被解释变量：lnlgdp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q   1.923** 

(0.743) 

 

q
2
   -0.778**  

 

sp 

s 

  (0.362)  

-0.115** 

2.566 … 

(0.816) 

  (0.056 9) 

 

   

s
2
 -3.478****    

 

m 

(0.982)  

0.018 ** 

(0.008 9) 

  

Ink 0.561 … 0.545 … 0.507 *** 0.641 … 

(0.033 5) (0.034 6) (0.048 2) (0.027 9) 

Inedu -0.178* -0.158 -0.072 6 -0.167* 

(0.090 3) (0.096 7) (0.130) (0.084 8) 

Inland -0.034 9 0.021 7 -0.024 2 -0.050 7 

(0.057 7) (0.065 8) (0.083 2) (0.052 5) 

gov -0.746 0.172 -3.068 ** -1.412* 

(0.854) (0.939) (1.232) (0.749) 

fdi -4.133*** -4.319*** -2.450 -3.475 *** 

(1.401) (1.369) (2.123) (1.127) 

ind _ ser 0.026 7 … 0.034 8 *** 0.048 8 *** 0.018 5** 

(0.008 86) (0.009 14) (0.012 8) (0.007 79) 

Constant 3.619*** 4.257 … 8.394*** 2.179*" 

(0.242) (0.303) (0.399) (0.216) 

样本数 60 60 60 60 

R
2
 0.989 0.987 0.953 0.991 

模型 FE FE FE FE 

注：回归结果由 Statal4.0 给出，括号内为各个变量系数的稳健 

标准差，*** p<0. 01, **p<0. 05,* p<0. 1. 

4.2 样本区间改变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利用中部地区 6个城市群 2005〜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但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却存在差异，

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与非中游地区，尚不能确保城市群空间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一致性。因而，此部分选取中部地

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2005〜2014 的面板数据，尝试改变样本区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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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6中模型（9）和模型（10）表明在长江中游 城市群范围内，以位序规模指数衡量的人口规模 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

呈现出倒“U”型趋势， 以 SP 均值衡量的产业空间布局的增长效应也依 旧表现出单中心集聚效应，这与前文的回归结论 相一

致；模型（11）和模型（12）则列出了替换指标 后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回归对样本区 间的改变仍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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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2005〜2014 年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产业空间分散度测度了城市群空间结构

的中心度，并对其的经济绩效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②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两

点结论看似矛盾，但在中部地区当前发展实际的背景下，实则统一。 

（1）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和革命老区，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意味着要素尚处于首轮集聚过程，中心城市的首位度普

遍处于持续提高中，但辐射带动力仍不足。因此，部分中心城市需进一步集聚人口，如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和中原城市

群正处于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阶段，单中心结构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正发挥巨大作用，应该通过户籍和土地联动改

革来优化区域的资源配置，引导人口和就业向中心城市流动，促进城市规模向特大城市集中分布，从而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而另一部分已经面临较大人口压力的城市，在基本空间格局无法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

需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结合产业布局，加快形成多极发展的态势，从而有步骤地疏解人口，降低拥挤成本。如武汉城市圈、

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人口正向外流动。对此，应当坚持和强化多中心均衡发展的城市空间战略，防止城市

外围“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展，实现有层次、有秩序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培育有初始优势的中小城市成为次中心同时，增强

新城、新区及开发区的集聚人口的能力，以防沦为“鬼城”。 

（2） 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布局的影响，中部地区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工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且由于历史路径等原因，中部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从而造成制造业的产业同构度较高，市场集中

度较低。因此，优化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工业分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工业的集中度，从而产生规模经济，降低

生产成本。因此，应当基于利益共享等原则，通过建设“工业飞地”“生态飞地”，积极引导产业在大城市的集聚，充分发挥中

心城市主导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并通过投资优惠和政策吸引等手段吸引上下游关联产业，完善主导产业链，从而实现城市

群的良性互动和持续发展。(3)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人的活动和创造能够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实现

发展，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产业和人口的良性互动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创新驱动的政策指向和中部

地区的具体背景下，对于人口集中度不高的城市群，应通过在中心城市布局资本密集型工业来吸引更多的人口流人，并为产业

升级积累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对于人口集中度较高的城市群，应将现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向具有一定要素条件

和产业基础的地区疏散，在带动区域人口分布格局变化，形成多极发展格局的同时，自身引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素质人才，

改变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在中部地区率先建成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新型城镇化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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